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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艳论中国 17 世纪通俗文学
场的时代语境与运作模式

明朝中后期的江浙闽一带，以手工业、商业

为代表的经济繁荣发展，出现了中国早期的资

本主义萌芽，尤其是丝织业，大量机房的出现、
雇佣劳动关系产生了；制造业的繁荣直接刺激

了商业的繁荣，城市在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背

景下，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的特征。此时，出现

了以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的张扬人性的新的

思想思潮，极大地影响了 17 世纪中国的社会生

活和文人的思想。此时，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

直接推动了书坊的出现，这种具有现代出版特

征的书坊为话本小说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很好

的物质基础。在明代，各种形式的官办、民办教

育机构大量涌现，科举的窄途已经无法适应大

量文人追求前途的要求，文人开始从书斋走出

来从事商业活动，比如商品买卖、书坊经营、职
业创作等等。同时，教育业的发达提高了国人的

文化素养，识文断字已经不是小部分人的专利，

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这就客观上制造了一大

批的文化消费者，话本小说的繁荣就有了读者

基础。下面，笔者具体描述明后期的时代经济、
思想潮流以及文人的生存状况，以期还原话本

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明中后期至清初的经济状况和造纸业、
坊刻业的繁荣

话本小说作为书面通俗小说，其传播受到

各方面的限制，比如经济状况、造纸业和印刷业

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水平等等，因此，话本小说

在明清之际的繁荣有着客观原因。了解明清之

际的经济等状况，对于理解“说话”艺术何以在

宋代就已经成熟而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才出现

话本小说繁荣发展的原因，而且，对于理解话本

小说的艺术和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参照。明朝

的城市较宋代更加繁荣，尤其是在江南，市镇的

数量、人口大幅增加，商业繁盛，人员流动规模

很大。尤其明中叶以后，江南出现了许多工商业

发达的大城市，比如苏州、杭州、湖州等等，其中

苏州最为繁华，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丝织工厂，

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这在话本小说中也有

表现。明人莫照有《苏州赋》云：

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綦列，桥梁栉

比，梵宫莲宇，高门甲地。货财所居，珍奇所

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它方流

妓，千金一笑，万钱一箸。所谓海内繁华，江

南佳丽者。①
城市的繁荣兴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城市

人口的大量增加，这样就形成了城市的市民阶

层，他们多以商为业，商业文化和市民的逐利心

态逐渐成为江南社会思潮的新动向。而江南的

造纸业和印刷业也在此时进入了繁盛时期。造
纸业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至宋元时期，活

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推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尤

其是江南竹纸的发明使造纸成本大大降低，宋

应星《天工开物·杀青》中详细记载了竹纸的制

造工艺和流程，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
中详细记载了各地的纸张和印刷情况：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

宋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

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

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

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凡印书，永丰绵纸

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

纸为下。棉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

坚不如棉，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

短窄黧脆，刻又舛伪，品最下而直最廉。余框

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近闽

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

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

之，价值即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顺昌

废不书矣。②
胡应麟生活在 1551-1602 年间，其记载基

本还原了当时的造纸印刷业的如下情况：其一，

当时造纸业和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形成了全

国几个主要的造纸、印刷基地；其二，各地纸质

不一，印刷质量参差不齐，且相互之间有竞争；

其三，在造纸、印刷业者中，福建竹纸质低价廉，

———以话本小说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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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销路很广，即如胡应麟本人“余框箧所收，什

九此物”，但闽中经过改进造纸工艺，终使价廉

物美的竹纸获得竞争力，“价值即廉，而卷帙轻

省，海内利之”，使别的竞争对手逐渐丧失市场，

“顺昌废不书矣”。在明代的刻书业主要有三种

形式，即官刻、私刻和坊刻，其中坊刻直接面对

市场，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大

都出自坊刻。亦如胡应麟记载，由于福建竹纸的

工艺改进和价钱降低，坊刻在福建建阳地区兴

盛是自然的事：

自宋以来，福建建阳一直是全国最大

的坊刻中心之一。入明以后，建阳刻书持续

发展，嘉靖、隆庆间刻书渐趋丰富，万历达

到高峰，天启、崇祯余波未平。据统计，明代

建阳有名可考的书坊有 64 家，刻书计 655

种。刻书内容充分显示了坊刻的实用性特

点，大致可分为科举应试、医书、民间日用、
通俗文学四类，而在通俗文学类中又以白

话小说为多。1987 年，韩锡铎、王清原汇综

各名家所著书目提要写成《小说书坊录》，是

迄今为止较全面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该书

所录明代小说有 225 部，其中建本小说 66

种，占明代现存小说的 29.3%。而据现存作

品统计，自嘉靖至泰昌（1522-1620）90 年间，

建刻白话小说共 23 种，占整个明代通俗小

说总存量的近 20%，高居江浙地区刻本数

之上，居全国第一位。③
福建坊刻的繁荣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和

福建的造纸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福建坊刻的

发达还和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坊刻经营者有密切

关系，比如建阳余氏家族之余象斗，坊刻刘氏家

族之刘求茂安正堂、刘氏乔山堂，建阳熊氏坊刻

之熊龙峰忠正堂（话本小说的最早刊本之一《熊

龙峰刊刻小说四种》即出自此坊）等等。这些书

坊主不但是白话小说的出版家，有的还是小说

的编撰家，他们了解市场需要，运用多种方式进

行促销，比如增加小说评点、增加绣像插图、请
名人写序、甚至冒充名人或以名人的名义为其

小说寻求销路。但福建建阳地区的坊刻业随着小

说创作中心向江浙一带转移，在白话小说尤其是

话本小说的刊刻方面逐渐向江浙一带转移，④出

现了苏州、杭州、金陵等以刊刻通俗文学为主的

书坊中心，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三言二拍”、《石

点头》《今古奇观》等等都出自苏州坊刻。这一方

面说明纯粹的商业运作无法完全决定通俗文学

的发展走向，一方面说明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

通俗文学的运行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二、明中后期的思想潮流和文人的生存状

况

明朝中后期，伴随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模

式、生产关系的悄然转型，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

新兴阶层的出现，在思想界也表现了一些新的

思想潮流。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就出现在

此时。王阳明改程朱理学之“理”本体为“人”本
体，倡导自然人性，肯定人的情感和欲望：

耳目、口鼻、四肢，身也，安能视听言

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

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

塞处言之为之身，指其主宰出言之为之心，

指心志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

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

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

某事物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

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

的功夫。
这里指出了身与心的相互依存关系，即无

身即无心，反之亦然。王阳明“心学”即建立在这

个基础之上。王阳明肯定人欲，指出人的“七情

之乐”的合理性，指出“良知”乃人之心，“致良

知”即是人的主体德性，是人的自然天性而无需

受外界影响：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

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

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

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

不可胜用矣”。⑤
王阳明“心学”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这和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对比鲜明。王
阳明“心学”之“明德亲民”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

种平民意识，所谓“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弟子

王艮语），人若“致良知”即达“圣境”。
王阳明之后有一大批追随者，其中诸如王

龙溪、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李贽、以及公安派

袁宏道、冯梦龙等等。李贽倡导自然人性论，指

出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即是人之常

情，物之常理。同时，李贽肯定人的私欲，指出：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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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其

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

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

后举业之治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

招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权之必不至

矣。⑥
李贽针对文学提出“童心说”指出：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

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

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

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

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

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

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

而为院本，为杂居，为《西厢》曲，为《水浒

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

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

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

更说甚么《语》《孟》乎！⑦

李贽“童心说”倡导自然人性，反对道学、名
教，主张言由心发为真，张扬个性，无疑对于虚

假文风当头棒喝。童心，即人的自然真心，只要

文出真心，即为“至文”。李贽充分肯定了《西厢

记》《水浒传》的价值，这对于当时的通俗小说、
文艺的发展无疑具有张目价值。李贽之后，公安

派以袁宏道为首，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与王阳明、李贽的张扬自然人性一脉相承。话本

小说奠基人之一冯梦龙，主张“情教”无不受此

影响。明中后期这些主张人性、个性的思潮对于

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构成了巨大冲击，

在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对于人性的

觉醒和发现，对于自然人性的倡导无疑极大地

影响了明朝中后期的思想潮流。出现于话本小

说中大量反映市民阶层的故事，以及对商人逐

利的肯定，先进的妇女观念无不受到来自这股

思想潮流的影响。
明中后期至清初，文人除了在思想上受到

冲击之外，来自另一方面的冲击也非常之大，即

自身生存的困境。明朝在前朝科举制的基础上

制定了详细的科举取仕制度，从学校制度到考

试形式组成了封建社会完备的选人制度体系。
清朝则继续延续这一制度。明清的考试形式有

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级级筛选之下使

许多考生皓首穷经，有的甚至在连年的失败中

打发人生，这实为人生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在清

末梁启超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

历数八股取士之弊，指出：

邑聚千数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

万数千生员，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

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

士，拔十数人入于翰林。此其选之精也。然
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

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故也。⑧
梁启超本人就是通过层层选拔出来的，他

自然了解生员们的苦辛。这是清末在面临国家

危亡之时，这些有识之士、热血青年的改革呼

声。在明代，生员们的状况与此无二。话本小说

两位大家冯梦龙和凌濛初年轻时科考蹭蹬，冯

梦龙（1574－1646）到崇祯三年 57 岁时才补贡生，

凌濛初（1580-1644）55 岁补贡上海县丞。根据冯

梦龙、凌濛初二人的生卒年代，笔者对当时登科

人数比例进行进行查阅：⑨

这些数据表明，科举制度在明代的确是读

书人身心疲惫的事业，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出

头之日。冯梦龙和凌濛初的遭遇是一个普遍现

象，而且他们二人也未必比其它人结果更差，因

为许许多多的生员最后连补贡的机会也捞不

到。科举制度虽然摧残人才，但却催生出一大批

学校，明代除官办学校外，私人办学非常兴盛，

江南更是书院林立，就福建一省来说，官、私书

院有名可考的就达 174 所，⑩可见教育机构的发

达。伴随学校的是一大批读书人的出现，这客观

上在普及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此众

多的生员，如此之少的录取人数，使很多人无缘

表 1 明代进士年均登科数占年均人口数的比例

年份 年均人口数 年均登科数 所占比重%

1619-1625 51655459 151 0.000292

表 2 明代进士录取比例占考生人数比例

年份 考生人数（人） 录取数（人） 比例%

1601 4700 300 6.4

表 3 明代江南乡试录取比例

年份 考生人数 录取人数 比例%

1630 7500 15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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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名。再加上明中后期江浙一带工商业的兴起，

使很多读书人放弃举业而转向其它领域，比如

经商、坐馆、写作、出版行业等等，以此来解决生

计问题。在话本小说中，就有不少篇目描述了读

书人为生计转向其它行业的情况。《儒林外史》
中，范进中举之前，参加乡试无盘缠，向其岳父

胡屠户去借钱，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喷头，说：

“趁早收了这心（即科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

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

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读书人如此窘境，绝

非吴敬梓夸张。

三、17 世纪以江浙为中心的通俗文学场的

运作模式

17 世纪是一个多事之秋，明清易代是这个

世纪的大事，朝代更替给明代读书人带来的不

仅是因社会动乱而日益恶化的生计问题，而且，

更加触及灵魂的是对新朝廷的态度问题，很多

人选择抵抗、也有很多人选择做隐士，当然不少

人选择入仕。17 世纪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通俗

文学的繁荣绝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也许包含

读书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造纸业、印刷业的发

达，市民阶层的壮大，识文断字的人口数量的增

加等等这些客观因素为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等通

俗文学的发展制造了非常有利的社会背景。以
“作者———作品———出版商———读者”的关系链

条为基础的文学场，在古代中国第一次出现在

江浙一带，形成了话本小说运作的市场化模式，

这种模式将对话本小说的文本形式和价值追求

产生很大影响。话本小说作为一种被称为“亚文

化”（赵毅衡语）的小说类型，作为被历代正统文

人所不齿的“小道”，从事话本小说的创作，其本

身并不能作为一种迂回的“进取”之道，也不能

为作者带来名声。即使如冯梦龙、凌濛初这样的

大家，在补贡之后即不再涉足话本小说，而且在

记录其生平的县志、墓志铭中已难寻为他们带

来声誉的话本小说———“三言”和“两拍”。而一

个客观情况是，话本小说大都不署真名，有的更

是没有署名，导致现在大多话本小说不知道作

者是何人。所有这些说明，从事通俗小说创作并

不能够为作者带来声誉上的好处，以及对于这

些封建文人孜孜以求的科考事业亦无任何帮

助，甚至会带来麻烦。那么，唯一的合理解释是

创作小说是为生计所迫的有偿劳动。因此，小说

作者和书坊主之间的关系即类似于今天作者和

出版商的关系。这就导致一些职业、半职业作家

的出现。比如江西文人邓志谟长期受雇于福建

建阳书坊，编撰了大量通俗小说；广州痒生朱鼎

臣长期服务于福建书坊，编撰了多种通俗小说

等。輥輯訛作家和出版商的这种关系成为明清之际江

浙一带文学场生成的基础。下面，我们试着描述

一下这个文学场的运作模式。
首先是社会客观条件。江南造纸业和印刷

业的发达，造纸工艺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为书

籍的印行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以坊刻为主的

图书市场形成了。坊刻最初以盛产质优价廉的

竹纸的福建为中心，坊刻主为谋取利益，刻印通

俗读物以满足普通百姓的阅读需求，后来便涉

足通俗小说的印行。科举考试的副产品———大

量教育机构的出现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读书

人，这样便客观上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培育

了广大的读者市场。但科举窄途无法给更多人

提供出路，虽然很多人皓首穷经，但也会有很多

人由于生计所迫从事科考以外的事业，参与通

俗文学创作、参与书坊的编辑和经营或受雇于

书坊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之一，因此便出现了

具有一定创作才华和编撰才能的书坊主，比如

凌濛初就出身于乌程凌氏刻书世家，陆文龙、陆
人龙兄弟不但是书坊主还是话本小说著名作家

等等。明清易代，使很多读书人在生活，但更多

的是在心理上难以适应，绝意科考选择创作也

是出路之一。所有这些客观条件表明，话本小说

创作繁荣出现在明清之际并非偶然。
其次，书坊主的经营与作家群的出现。书坊

主为谋取经济利益会根据他们了解的读者市场

需求进行出版，话本小说的繁荣与此有不可分

割的关系。冯梦龙《古今小说》一开始并非能够

保证一定能为书坊主带来利益，其最初也是一

种商业性的实验。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写

道：“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

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

一刻。”明天许斋 （应为刻坊之名———引者）在

《古今小说识语》中说：“本坊购得古今名人演义

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輥輰訛对于这

两篇叙和识语，起码包含如下意思：其一，冯梦

龙是应书坊主之请而编撰《古今小说》，这不会

是一种义务劳动，这在天许斋识语中说得很清

楚，即“购得”；其二，天许斋以三分之一初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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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场实验性质；其三，取名《古今小说》而非

后来的《喻世明言》说明一开始并没有一下子出

版“三言”的计划，这说明《古今小说》刊刻的实

验性质。这从后来的衍庆堂《喻世明言识语》中

可得到答案：“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四十种，见

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搁置

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

《喻世明言》……”而在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
中说：“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

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

内均奉为邺架玩奇矣。兹三刻《醒世恒言》，种种

典实，事事奇观。”市场的畅销使话本小说在读

者之中取得最初的成功。后来的凌濛初“两拍”
也有同样的情况，即一开始并非计划“两拍”，而

是在《拍案惊奇》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有了《二刻

拍案惊奇》，那么《拍案惊奇》就叫做“初刻”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商业成功对于话本小说的

发展的决定作用。试想，如果《古今小说》市场反

应冷淡，那么以后的话本小说创作就会受到很

大的限制，就根本不会出现后来的繁荣局面。这
样，由于书坊主和作家的成功合作，培育了最初

的读者市场，接下来导致的直接结果使大批书

坊主参与到话本小说刊刻中来，也使大批文人

参与到话本小说的创作中来。如果以现在流传

下来的话本小说数量来看，笔者认为，无法完全

体现当初的繁荣程度，因为清朝禁书令的下达、
小说自身不被看做严肃文学等各种因素，导致

大批话本小说没有流传下来，这从“三言二拍”
这些话本小说精品的命运就可看出能够流传下

来是多么不易。
第三，由于话本小说“行世颇捷”，导致大量

书坊主从业其中，竞争在所难免，而竞争的结果

不但影响话本小说的文本形式，也影响话本小

说作家地位、作家群体的形成。竞争手段各种各

样，其一，做广告，话本小说作品中的“序”“识

语”等都具有广告作用。比如出版商安少云在

《初刻拍案惊奇》的封面就做这样的宣传：“本坊

购求，不啻于拱璧；览者赏鉴，何异藏珠。”輥輱訛其

二，在书籍装帧上下功夫，使用“绣像”，“三言二

拍”等许多话本小说都有绣像插图。其三，利用

名人评点。比如李贽、金圣叹等的评点来吸引顾

客。冯梦龙不但编撰话本小说，也点评话本小

说。更有书坊主为吸引顾客而“假托”名人评点

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坊主的市场经营

行为使古代小说批评形式———“评点”得以发展：

市场行为影响了文学批评形式。正因为话本小

说的市场化运作，使一些话本小说作者在文学

场中获得了巨大的“象征资本”，比如冯梦龙、凌
濛初、烟水散人等等，他们甚至可以影响书坊主

的出版和经营。比如，《石点头》就请冯梦龙作

序；烟水散人编辑出版了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从

而成为影响才子佳人小说类型的关键人物。这
样，在江浙地区，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形成了

以著名作家为中心的作家群体，构成了明清之

际通俗文学场的创作队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

已经形成了小说流派：“苏州作家，笔者以为已

形成了一个以冯梦龙为核心的小说流派———苏

州作家群。这个群体主要成员有冯梦龙、凌濛

初、席浪仙、抱瓮老人等……就是上述三位作家

（即冯梦龙、凌濛初、席浪仙），创作了明代乃至

整个话本小说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他们有明确

的创作主张，并自觉地以之指导创作实践，形成

了鲜明的创作风格。”輥輲訛陈大康认为：“以拟话本

为形式的短篇小说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长

篇小说在通俗小说创作中占绝对垄断地位的格

局，而冯梦龙有意识的积极推动，又使得拟话本

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輥輳訛据宁

宗一先生观点，从宋元话本开始就已经形成了

流派，而且论述了他划分流派的理论依据，宁先

生指出：

窃以为，流派是一种分类、一种概括，作

为复杂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时代的及个人的

精神产品，它既无法按生物分类那样理出纲

门种属，又没有为研究者提供所公认的流派

取舍标准。那么，《都城纪胜》《梦梁录》《醉翁

谈录》诸书对小说的分类和概括，就有着流

派的性质，体现了一种流派观念的觉醒意

识。事实上，流派的划分标准，从来就是多元

的……輥輴訛
笔者同意宁宗一先生的观点，流派是一种

文学研究划分，可以按照题材、按照地域、按照

作家之间的关系、按照艺术和审美特征等等不

同标准对历史上某一时期集中出现的作家作品

进行流派划分。有理由认定，在明清之际的江浙

一带出现的话本小说作家作品已经具有了流派

的特征，而且形成了当时通俗文学场的核心。
第四，积极的理论倡导和出色的文本实践。

话本小说作者在创作理论的倡导方面也卓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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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他们通过序跋的形式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

形成了为通俗小说“正名”、创作定位到创作方

法等具有逻辑统一的小说观念，輥輵訛并以卓有成效

的小说创作对这些观念进行了实践，理论与创

作的自觉，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并不多见，因此

流派的形成也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解释。这一点

笔者有另文详述，此不赘述。
第五，话本小说市场化运作不得不考虑消

费者———读者对话本小说的影响。事实上，话本

小说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读者定位，即冯梦龙

所谓“里耳”，因此，从话本小说的语言来说，采

用白话即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从文本艺术形

式来说，长期的“说话”艺术对大众欣赏习惯有

一个塑形作用，话本小说的“拟书场格局”无疑

更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对于题材的选择也是

受到来自读者的影响，即一些身边琐事、新闻、
政治事件等等成为话本小说的叙事对象，中国

古代文学作品第一次姿态下移，第一次以平民

为主角（包括当时主流话语权力下地位低下的商

人）等等，所有这些表现了话本小说的读者塑形

作用。读者的反向塑造对于话本小说的文本形

态、价值追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毋庸讳言，

世俗文化对文人精神的裹挟，有时就是文人向

世俗的屈从。尤其是当商业化已经顽强左右小

说创作时，趋俗媚俗差不多成了小说的普遍特

点，区别只在多少而已”輥輶訛。可以说，话本小说的

文本形态、价值追求等等是一种“写———读”交
流的结果，话本小说文本的艺术和审美特性无

不围绕这种“交流性”展开。
综上所述，在 17 世纪的古代中国，在江浙

一带，形成了以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为主的文

学场域，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采取市

场化的运作模式，这对于中国文学的传播学研

究具有重要价值。但应当指出，话本小说和一般

商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是一种精神产品，这

和“说话”艺术的精神特性是一致的，因此，其文

本塑形还要受到这种特性的支配，同时，作家的

创作理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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